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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首

先，国家通过统合主义的方式逐渐退出了对社会的直接控制，从准全能主义

过渡到了碎片化的威权主义；其次，工人阶级脱离了“完全性组织制度”，从受

国家和单位庇护的领导阶级转变为市场化的劳动者；第三，国家与工人阶级

关系运转的轴心发生了变革，从单位组织的主导转变为资本的逻辑。由此形

成的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结构最大的问题是资本对劳动的严重剥夺。对

此，一方面需要在国有企业生产方式资本化的过程中加强法制建设，保护工

人的一般公民权，另一方面要在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加强集

体化的组织建设，争取工人的工业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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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席尔瓦（Ｓｉｌｖｅｒ，２００３：２０）将劳工抗争分为两种，即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Ｐｏｌａｎｙｉ－ｔｙｐｅ　ｌａｂｏｒ
ｕｎｒｅｓｔ）与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Ｍａｒｘ－ｔｙｐｅ　ｌａｂｏｒ　ｕｎｒｅｓｔ）。前者指的是劳工对全球化自律市
场扩张的反弹性抵制，尤其来自那些被全球经济转型消解的工人阶级，以及那些曾经从既定
社会契约（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ｓ）（这些契约正在被上层抛弃）中获益的工人阶级的抵制。后者指的
是新出现的工人阶级的抗争，他们相继形成，并作为历史资本主义发展的意外结果而得到加
强，即使在旧的工人阶级不断被消解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因国有企业改制（以下简称国企改制或
改制）而引发的规模不等的工人表达诉求的现象，如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的２００９年７月的“通钢事件”便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罗昌平等，

２００９）。参与此类被席尔瓦（Ｓｉｌｖｅｒ，２００３：２０）称之为“波兰尼式劳工抗
争”１的，是那些被市场转型逐渐消解的传统工人，他们过去是体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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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而如今他们不得不随着体制的转变而开始自身的转型。由
类似“通钢事件”的一系列现象中人们可以看到，参与类似集体行动的
工人数量有时能以成千甚至上万计，而且其过程往往还会持续相当长
的时间。有学者注意到，这种数量规模及持续性特点不仅源于国有企
业自身的规模，同时也从客观上体现出了传统国企的那种融工作、生活
于一体的单位体制之综合性的社区特征。２由于这种工人社区的存在，

抗议和斗争获得了承载的物质基础，并且能够形成积聚能量的效应。３

２．实际上，由于国有企业的单位特征，参加群体抗议行动的不仅有工人自身，还有大量居住在
工厂家属区的职工家属。而有些具有火花作用的冲突经常直接发生在工厂家属区，如２００８年
冬季，通钢工人家属区长达２０多天未供暖，引发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同时，对大型国有企业而
言，还存在中心－外围的经济结构。通钢由于是吉林省主要的国有企业之一，是通化地区的经
济支柱。多少年来，围绕通钢厂区周围形成了“围钢经济”，包括机械加工、耐火材料、矿石原材
料、金属深加工，也包括长途运输、钢材贸易、废铁倒卖，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一旦通钢进行改
制，涉及的是整个行业生态、产业链条的改变，会影响到所有“围钢经济”的参与者。

３．这同农民工抗议行动的条件具有本质的不同，他们由于生产和家庭生活空间分离，无法形成
类似的工人社区来承载、积累斗争的力量。即便是生活和工作一体的“宿舍劳动体制”，也同样
面临上述的问题，因为农民工自身频繁的流动性使得他们不可能以此为基础开展长久的、大规
模的、组织化的抗争（潘毅、卢晖临、张慧鹏，２０１０；任焰、潘毅，２００６ａ；任焰、潘毅，２００６ｂ）。

笔者认为，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工人群体性的诉求现象之所以发生，

是与国企改制过程中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并对产业工

人的生产、生活造成巨大影响有着内在关联的。一方面，国企改制并不
是一个纯粹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而是一种整体性的结构变迁过程。

如果类似“通钢事件”的情况发生在一个完全在市场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企业中，其股本结构的变化对于大多数员工来说或许不会产生什么实
际的影响。因而，类似于决策是否一定需要事先征求工人意见的问题，

几乎不会有人对此展开持续的追问；员工对企业并购后的前景是乐观
还是忧愁，同样也不是人们重点关注的核心问题。考虑到在市场化背景
下成长起来的企业与传统国企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考虑到国企改制
本身体现着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急剧变动的实际状况，本文试图将研究
视角聚焦于这一问题。另一方面，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还原国企改制结
构性变迁的视野下来探讨这一问题，因为，这不仅是理论的要求，也是现
实的需要。埃文斯（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５：４５－４７）、考克瑟等人（２００９：５８９）都注意
到，让工人直接面对国家是危险的。如果破坏了国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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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纽带，或者没有及时弥补和修正结构的缺口与错误，那么，可能的结
果是市场力量的毫无控制，并最终导致社会问题的恶化。

虽然“国家变量”对工人阶级的形成路径、形成模式以及对工人运动
策略的影响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Ｚｏｌｂｅｒｇ，１９８６；Ｋａｔｚｎｅ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Ｚｏｌｂｅｒｇ，１９８５；Ｌｉｐｓｅｔ，１９８３；Ｌｏｒｗｉｎ，１９５８；陈峰，２００９；李静君，２００６；刘建
洲，２００６），然而，笔者注意到，有关国家与工人阶级问题的研究实际上不
限于此。尤其从中国内地的实践来看，无论是对改制前还是改制后的国
有企业而言，“国家变量”都只是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的一部分，并且也
是通过结构的变迁才能对工人产生影响的；同时，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
的关系也唯有在这种结构化的背景中才能得以清晰地显现。具体来说，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呈现为一种国家运用直接全面
覆盖的政治权力，以单位为轴心展开的准全能主义的国家—单位—工人
阶级结构；而国企改制以来，国家政治权力逐渐呈现碎片化的威权趋势，

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的轴心转变为资本，其关系围绕着资本展开而逐渐
形成为一种碎片化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结构。

４．参见：杜珂．２０１１．学者建言中国逐步实现劳资自治［ＯＬ］．财新网．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１日．
ｈｔｔｐ：／／ｃｈｉｎａ．ｃａｉｘｉｎ．ｃｏｎ／２０１１－０６－２１／１００２７１６９１．ｈｔｍｌ．

从国有企业逐渐进入市场的过程来看，市场化本身的力量，以及以
发展为导向的政治权力同资本的结盟，使得资本成为国家与工人阶级
关系的轴心，并形成了对工人的严重剥夺。值得注意的是，其剥夺并非
只体现在经济层面，还涉及其基本权利甚至是他们对“公道”、“道义”
（Ｃｈｅｎ，２０００）等价值诉求权利的层面。笔者认为，这才是更值得我们
关注的，因为，如果说前者是他们即将或已经逐渐得到的权利，而后者
是他们可能永远失去、或必须以组织化的力量才能争取的权利。从国
有企业逐渐退出社会的过程来看，全面覆盖的政治权力体系伴随着单
位体制的变革逐渐解体，国有企业经历了“社会职能移交和辅业剥离”
（罗昌平等，２００９），这同时也意味着国有企业全面解除了原来对职工所
承担的社会责任，于是，从国家经由企业直到工人个体的这条纽带逐渐
成了一种纯粹经济性的联系。而在工人方面，则形成了“两种劳工力量
和两种劳工运动”４的现象。由此说来，“工业公民权”（陈峰，２０１１）的
维护不但需要以全国总工会为代表的体制内工会的力量，还需要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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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工人自发的力量来充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资本为轴心和以单位
为轴心的两种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再是一
个自足的、可以自我维持的体系，相反，要使其保持稳定和秩序，就需要
国家—法制—工人阶级与国家—组织—工人阶级的辅助结构予以支
撑，从权利的角度来看，前者侧重对工人一般公民权的保护，后者则侧
重工业公民权的取得和维持。

一、国家—单位—工人阶级：准全能主义结构及其影响

（一）准全能主义结构的本质：单位体制与社会契约关系

　　 的两端
　　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在本质上是接近纯粹政治化的，裴敏新（Ｐｅｉ，

２００６：１，１８）将其称之为“准全能主义”（ｑｕａｓｉ－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的国家。一
方面，由于具有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能够在事实上全面占有生产资
料，使得国家不仅能够控制资源和机会，而且得以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
行渗透、控制和监管（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ｂ：８；Ｙｅｈ，１９９７）；另一方面，在劳工
事务层面，国家得以在工人运动可能产生有效力量之前能够有意识地、

系统地对工业关系实行干预，建立起了一种全能型的结构。５这是一个
国家运用政治权力通过单位轴心实施全面覆盖的过程，６国家的主动
性、先发性和工人的被动性、后发性同时出现，并形成了国家对工人的
“庇护关系”以及工人对国家、单位的“依附”化。魏昂德（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２２，９７）在经典的“新传统主义”理论中将之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即工人在经济、社会上依附于企业；在政治上依附于工厂的党政领导；
在个人关系上依附于车间的直接领导。李路路（２００２）甚至进一步指
出，工人对工作场所的全面依附实际上乃是工人个人对国家的依附。

５．陈峰（２００９）认为，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一般是在国家尚未有
意识地和系统地干预工业关系、形成有效劳动体制之前就出现了。中国的情况基本相反，它
具有一个预先存在的、能够有效控制工人组织行为和动员方式的劳动体制，使得国家在向市
场转型的过程中，能够处于有利位置，并通过对这一体制的改革和完善，进一步提升了国家吸
收劳动冲突的能力。

６．路风（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将“整个社会的运转不得不依靠单位组织形式的结构”定义为“单位体制”。

“庇护”、“依附”的单位体制在纵向上表现为国家与工人阶级施恩、
回报的互惠关系网络。很多学者（Ｗｈｉｔｅ，１９９６；Ｃｈｅｎ，２０００；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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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Ｌｅｅ，２０１０；Ｌｅｅ，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刘建洲，２００９）将之概括为“社会契约”
关系，认为其内容是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利益交换，结果形成了一定
程度的利益共同体。“社会契约”关系具体表现为单位体制下的工人以
政治上的沉默换取了广泛的福利待遇以及宽松的工作场所（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２００５ｂ）。实际上，与其说是沉默，不如说是工人群众对准全能主义下单
位体制的认同和接受。在一定的国家—单位—工人阶级的结构中，工
人所获得的“不只是物质好处，而是一个阶级的内心骄傲”（贾樟柯，

２００９：１）。同时，倚重工业建设的计划经济国家还为工人提供终身的职
业、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大体平均的工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契
约的关系是政治合作关系。有学者认为这一社会契约实际是隐含性的
（Ｗｈｉｔｅ，１９９６）、是心照不宣的（Ｃｈｅｎ，２０００），而不是一种显性的形式。
它最终体现为单位层面上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谈判、协调机制，这种机
制以一种非正式的、庇护的方式展开。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社会契约下的国家与工人阶级以一种互

惠的、利益共享的方式存在，但双方实际上处于不对等的状态。作为国
家和工人之间的联系机构、作为工人利益组织化的中介（张静，２００３），
单位是国家与工人建立组织联系的关键环节，它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
性。刘建军（２０１０ａ）认为，这是由单位内部成员的工作和生活造就的，
后者使得表面上由国家权力体系创造和构建出来的单位，在客观事实
上呈现为一个与国家意图并不完全一致的生活和交往形态。张静
（２００１：７）指出：无论单位在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中实际上起强化
（促进）还是削弱（分割）的作用，单位都是中国城市社会的基本细胞，是
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关键媒介（李汉林，１９９３；Ｗｕ，２００２；刘建军，２０００：

４３），它首先是国家组织的延伸（Ｗｕ，２００２；李路路、王奋宇，１９９２），并在事
实上被纳入国家行政结构之中（李猛等，１９９６）。单位身无权自行招用劳
动力，而要按国家下达的用工指标招工。用人单位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和
监督劳动者以完成政府下达的生产计划而非经营决策。工人个人没有
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就业安置和分配。
随着与上述结构相适应的劳动关系的建立，单位中的工资分配、保险

福利等都由国家统一制定政策，统一进行调整，因此，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
工人之间并非是真正的雇佣关系的主体，实际构成劳动关系主体的是非常
抽象的国家与工人，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的事务都由国家统一计划、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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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统一实施（乔健，２００７）。但是互惠的“社会契约”关系保证了工人各个
方面的权利和利益，无论是经济性的，还是社会性的、政治性的都能够通过
相应的机制，实现普遍的、不充分的供给。刘建洲（２００９）认为，从１９８６年合
同制开始实行到１９９５年全员合同制的实现，是国家停止原有社会契约的
一个分水岭。这实质上是用一种个人与企业的市场化契约，替代了原来的
社会契约，也就是说，建立在身份基础上的“社会契约”被建立在劳动力市
场基础之上的“市场契约”逐步取代，并构成了中国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再
形成”与“消解”的重要背景。而李静君（Ｌｅｅ，２００７）则将其概括为从“社会契
约”到“法律契约”（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的转变。尽管提法不同，但“社会契约”的
解体是被确认的事实，而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在准全能主义结构转变之
后，也开始向以资本关系为主、以组织和法制关系为辅的方向发展。

（二）准全能主义结构的影响：“非同质内聚”及其延续
“庇护”、“依附”的单位体制在横向上表现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分割

与工人阶级的分裂，它不仅构成了过去全能主义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
同时也被延续到了国企改制过程之中，并影响了工人抗争的范围、形式
和内容。作为一种“蜂窝状”（Ｗｈｉｔｅ，１９９６；Ｌｅｅ，２００７）、“组织马铃薯”
（刘建军，２０１０ａ）结构的城市组织形式，单位首先将国家权力分隔在不
同的“条”、“块”之中，由于单位自身的独立性，它们有可能从不同程度
上消解国家权力的影响，或形成权力控制的单位差异。这种单位体制
也同时将工人分隔在不同的区域、领域之中。在城市中，这些差异实际
都被转化为不同的单位身份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是刚性的、永久的、
垄断性的，一旦单位中的成员失去这种身份，被排除在单位体制之外，
他几乎无法生存。诚如张静（２００１：４）所指出的，“从一般的社会评价来
看，不是身份决定一个人的工作单位，而是工作单位决定他的身份”。
这是一种“非同质内聚”的社会组织方式。
在过去，正是由于工人的利益被分割在各个不同的、“封闭的”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１９９７）单位范围内进行处理，从而分散了工人抗议行动的内容、
形式和规模，客观上降低了面向国家层面或社会公共领域的政治压力（张
静，２００１：７）。陈峰（Ｃｈｅｎ，２０００）指出，单位的分割形式在改制过程中依然深
刻影响着工人的政治行为。在国企改制中，几乎所有的工人抗议活动，都
是以单位为基础进行的，所提的要求也仅与本单位有关。这未必是国家有
意安排的结果，而更可以说是源于国企工人的内在因素。即虽然市场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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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进，单位体制逐渐瓦解，但国企工人单位体制的内在规定性不会很
快消失。因为长久以来国企工人具有同样的生活方式和相似的生活机会
（Ｌｅｅ，１９９９），自我封闭的单位导致了“社会生活的分割”，这种分割限制了
工人接触社会生活的范围。国有企业长期扮演的家长角色也使工人觉得
他们的利益是与企业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工厂不单单是管
理自身的单位，同时也是工人自己的。这些体制形成的内向习性继续影响
着工人的政治行为。正如苏黛瑞（Ｓｏｌ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０）和丁志强等人（Ｄｉｎｇ，

Ｇｏｏｄａｌｌ　ａｎｄ　Ｗａｒｎｅｒ，２０００）指出的，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服务的残余仍然是
牢固联系工人阶级和国家之纽带的一部分。
然而国企工人并不是一个整体，计划经济时期的身份差异在市场

化改革中被延续下来，工人内部因身份不同而明显地分为四个利益群
体（国企退休职工、全民所有制固定工、国企合同工以及国企内部的集
体企业职工），并在同样的体制环境下，选择了不同的行动策略（吴清
军，２０１０）。不过，他们的行动很少超出企业的范围，其要求也都是针对
企业本身，很少涉及总体性的社会诉求。当国有企业试图摆脱社会责
任，展开以减少成本、提高效率为取向的市场化改革时，工人的权利和
利益成了被牺牲的对象。在没有足够组织和法制因素保障工人能够同
企业有效博弈的情况下，改制的不断深入也使得不满逐渐升级（汪晖，

２００６；刘春荣，２００９），他们或采取上访、告状的策略，或以“护厂”等方式
来进行抵制，但其内容仍然是针对单位本身的，最典型的就是“护厂”运
动，其范围和目标也仅仅局限于厂区，工人们占领工厂，试图阻止重组
计划的实际操作（Ｃｈｅｎ，２００３ｂ）。即便是工人不得不通过单位之外的
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譬如走上街头或者到政府部门示威，这一过程
的实质往往也是单位化的。参与者通常以单位进行组织，提出的要求
仍然是针对工作单位的，并不直接对国家政策提出挑战（Ｃｈｅｎ，２０００）。
虽然改制造成的劳动冲突深受工人单位身份的持久影响，较少超出

单位的范围，且最终也未能形成工人阶级总体意识。但是工人对单位身
份的认同可以说还是抗议的根源所在，它们被改制过程中的腐败、不透
明等问题激发起来，形成不断的劳动冲突。陈峰（Ｃｈｅｎ，２００３ｂ）将其描述
为国企工人抗争的“道义经济学”倾向，认为工人在抗议中诉诸的权利观
念，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根植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那种权利观念。他们
尚未能够依据已经变化了的所有制关系，重新解释和定义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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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争取这种权利而斗争。吴清军（２００７，２００８）补充了这种看法，他认为
国企工人在市场转型中追求的权利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原来通过隐性
契约的方式所承诺的终身就业和福利保障权利；另一类是国家为推动市
场经济的发展，在置换工人身份过程中通过法律制度和社会政策赋予的
权利与利益。这两类权利的丧失造成了国有企业劳动冲突的主要特点，
即使得国企工人产生了既被国家背叛，又被市场排斥的感觉。这也就是
李静君（Ｌｅｅ，２００７：１５９）所称之为“锈带”的劳动冲突的特点。
新的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的构建实际上还是要依照上述两种权利

展开，只不过权利的观念和内容相较过去需要作出较大的改变。一方
面，资本对国企工人造成的剥夺更多的是纯粹的经济现象，是潜在化的
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必然要求，它涉及的一般都是维持一种最基本生存
权利和生活保障，即一般公民权。作为维持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结
构平衡的辅助，法制辅助结构的主要内容即是一般公民权的保护与实
现。另一方面，国企通过改制，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所规定的企业对地
方社会的义务，由此也终止了国家同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契约，结束了
二者之间的互惠关系模式。由于工人的单位身份被公民身份置换，市
场化的过程使工人感觉到自己来源于劳动过程之外的权利与利益被削

弱、剥夺了（Ｂｌｅｃｈｅｒ，２００２；Ｌｅｅ，１９９９；Ｃｈｅｎ，２０００），尽管国企工人希望
继续得到国家的保护（Ｍｅｎｇ，２０００：１３１），但他们其实都或多或少地意
识到，那些附着在过去单位身份基础上的一部分权益的失去是不可避
免的。不过，作为超出一般公民权之外的工业公民权，依然是国企工人
可以追求的对象，只不过他们更需要组织化的力量，通过各种体制内、
体制外的团体，采取集体谈判的形式获取基本生活保障之外的福利。

二、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碎片化的威权主义结构

（一）碎片化威权主义结构的本质：发展主义与资本扩张
黎安友（Ｎａｔｈａｎ，２００３）认为中国已经完成了从全能主义向一个经典

威权主义政体转型的过程。从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变化的特征来看，由
于其过去的全能主义结构，由于国家能够先于工人抗争兴起之前干预工
业关系，所以国家掌握着改革的主动，并决定了工人仍然处于被动和后
发的地位。但是，由于政治体系内分工的逐渐精细，政府部门间的监管
变得越来越困难，更由于各个不同部门实际上掌握了对特定资源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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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所以，中国的威权主义诚如李侃如（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１９９２）所言，更准确的
说法应该是“碎片化的威权主义”（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周雪
光（２０１１）虽然没有使用这一概念，但他的研究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就
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的结构本身而言，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资源控
制权方面存在差异，同资本的结合程度也存在不同，因此他们对劳动关
系的态度和行为方面并不完全一致。尽管如此，从准全能主义的国
家—单位—工人阶级结构转型过来的碎片化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

工人阶级结构，从总体上说还是相对一致，并具有鲜明特点的。高柏
（Ｇａｏ，２００９）在论述中国的国家面相时指出，转型后中国的威权主义国
家和其他的威权主义体制相比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其对经济的重
视。由于仍然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使得威权主义国家一旦下定决心
发展经济时，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总之，在这一发展主义７理念的指
导下，国有企业改制以来的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结构围绕着资本为轴
心展开，并由于国家权力的分散而呈现出碎片化威权主义的特征。

７．许宝强（１９９９）将发展主义（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描述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以经济增长作为社
会进步的先决条件，把工业化、现代化置于经济增长的中心位置。按照这种理解，中国的改革
策略基本上 可 以 被 称 为 发 展 主 义 的 一 种，或 者 更 接 近 于 “以 发 展 为 主 导 的 国 家”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类型。当然，本文并不涉及国家有效干预和市场调节功过的讨论，那是
另外的一个话题。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国家推动资本产生并逐渐与资本形成联盟的过

程。由以上分析可知，这一过程起先于国家自身从准全能主义向威权
主义的转型。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是从国家内部官僚体系的
转变开始的。王绍光（Ｗａｎｇ，１９９２）曾经将国家的干部划分为职能干部
和政治干部：前者管理商品、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他们通过技术、教育
水平以及其他能力获取其身份和地位；后者的典型录用标准是政治可
靠性。他认为职能干部逐渐取代政治干部长期居主导地位的局面是推
动政治改革的重要力量。安戈和陈佩华（Ｕ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ｎ，１９９５）认为，

国企改制是一个企业权力逐渐转向“技术—管理社会工程师”（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ｃｒａｔ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集团的过程，这个集团显然类
似于王绍光所说的“职能干部”群体。一般说来它包括企业厂长、支持
改革的官僚等，他们声称已找到使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或多个药方，们斥
责工人懒惰，被“平均主义”惯坏。其社会工程计划体现在企业改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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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则是主张应不惜以牺牲一些官僚的权力为代价来加强厂长经理的
权力（费正清，１９９９：４１８；Ｃｈａｎ，１９９３；Ｃ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ＩＩＩ，１９９１）。
但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事实上并非直接从国企开始，资本最初也并

非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内部。加拉格尔（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２００５ｂ：１）指出，中国
最初在经济领域的变革是外国直接投资（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的相
对自由化，其次才是国有企业逐渐转型和国内私营企业的发展。这种改
革的顺序使得国家能够在不牺牲政治控制（对政治权力的掌握）的前提
下重新调整它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推迟了民众对政治变革的社
会要求。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扩大，资本得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生根
发芽，并不断扩张和蔓延。正像波兰尼（Ｐｏｌａｎｙｉ，２００１：６６）在六十多年前
论述过的那样，在国家权力的操控下，国内市场逐渐开始形成。由此，国
家—资本—工人阶级的结构在单位体制之外得以率先形成，并对单位体
制的变革起到了引导的作用。按照吴晓刚（Ｗｕ，２００２）的说法，这一变化
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制度的不同。
在此背景下，国企改制的途径就是改变经营方式，按资本逻辑形成

以利润为导向的经营模式，其目标是从追求社会效益转变为追求经济
效益，使劳动关系逐渐同非公有制企业趋同（潘毅、卢晖临、张慧鹏，

２０１０）。在生产方式资本化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即便是大型国企，其运
作也完全是资本化的，只不过运作的主体是国有资本。除了自身的变
化之外，国企改制还表现在对外国投资的利用上。如赵明华和尼克斯
（Ｚｈａｏ　ａｎｄ　Ｎｉｃｈｏｌｓ，１９９８）所调查的三个国有纺织企业中，一个吸收了
来自香港的资本，另一个获得了来自改革后发展起来的上海企业在管
理和技术上的帮助。弗罗因德（Ｆｒｅｕｎｄ，１９９８）则发现宝钢很早就接收
了海外资本，现在又同外国投资者组成了合资企业。

（二）碎片化威权主义结构的影响：资本对劳动的剥夺与分化
以资本为轴心的国有企业改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企工人的面貌，

导致了国有企业工人普遍的权利贫困化。这个曾经受到国家保护的阶
级群体已经逐渐解体，而“工人”本身也从一种具有荣誉感的职业身份，
转变为因随时可能失业而提心吊胆、因收入相对微薄而不得不为生活
担忧的一般“蓝领”。国企工人中的成员或是继续为国有企业工作，或
是流动到其他外资或私营企业工作，或是处于失业状态，其事实上的劳
动关系，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依赖，已使他们成为不折不扣的雇佣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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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这些原国有企业的工人同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中的工人
一起，被很多学者称之为“新工人阶级”，８以区别于单位体制下的传统工
人阶级。陈佩华（Ｃｈｅｎ，２００３ａ）、Ｃｈａｎ（２００１）以及李静君（Ｌｅｅ，２０００）等人指
出，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工
业关系。它导致了工人与管理者的普遍对立，因为所有的工人，不论他们
是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中工作，还是在私有企业或外资企业中工作，现在
都不得不屈从于基于毫无制约且往往是专横跋扈的企业管理者。

８．很多学者将市场化的工人阶级和传统工人阶级作了区分，前者被称之为“新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等，这一群体包括在被市场化的私营、外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及在改制
后的国有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潘毅等，２００９；吴清军，２００７；沈原，２００６；Ｃｈａｎ　ａｎｄ　Ｐｕｎ，２００９）；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学者使用这一概念表达不同的含义。西方的“新工人阶级”理论所说的

Ｎｅｗ　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特指由熟练技术人员组成的工人阶级队伍，是在工人阶级去中心化后，对
工人阶级的再认识和重新定位。虽然“新工人阶级”研究并不将阶级作为高于认同或社会过
程的特权范畴，但它也不是低于种族、性别等问题的边缘范畴。罗素（Ｒｕｓｓｏ　ａｎｄ　Ｌｉｎｋｏｎ，

２００５：１２）指出，“一些左派学者主张阶级是分析的最重要范畴，应该成为讨论的中心，取代其
他所有分类，提供一种贯穿差异和地域界限的分析单位的来源。相反，新工人阶级研究之所
以将阶级放在中心是因为我们认为阶级深深地和其他社会构成因素———种族、性别、职业、权
力结构———交织在一起，因为我们认为阶级通常是很少被挖掘并且最难理解的因素”（参见苑
洁，２００７：１）。邱林川（Ｑｉｕ，２００９：５－６）的研究也涉及了“新工人阶级”的形成问题，但它指的
是“网络劳工”（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ａｂｏｒ），他认为劳工群体在以信息、沟通技术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中越
来越组织化了，这是阶级形成过程的开始。

李静君（Ｌｅｅ，１９９９）认为，在部分国企中新传统主义已经成为历史，

失序专制主义（ｄｉ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ｄｅｓｐｏｔｉｓｍ）的工厂政体已经出现。这一概念
是指在改革政策失去整合力的情况下，国家的权威由厂长和管理层总揽
而出现的专制化管理的状况。由于党组织及工会在企业内几乎全部受
命于管理权力，合同制、企业自主、科学管理等企业逻辑与制度模式的引
入使以往的互惠关系消失，同时，本意是为了让市场化的企业更好地承
担起职工福利的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最终也不得不转变为由社会来承
担的社保体制，这又进一步推动了工人的流动。当然，在私营、外资、劳
动力集中的企业，失序专制主义或许比国有企业更加显著。总之，一方
面，由于单体体制的逐步瓦解，工人丧失了国家的有效保护；另一方面，

新的体系尚处于很不完善的状态中，加之工人又缺乏自己的组织，因此，

工人日益成为市场扩张力量和管理者专制的受害者（Ｌｅｅ，２０００）。

越来越多的学者（Ｃｈａｎ，２００１；Ｌｅｅ，２００２ａ，１９９３，２００７：１９８；任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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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２００６ｂ；Ｍｅｔｃａｌｆ　ａｎｄ　Ｌｉ，２００５；Ｐｕｎ，２００５ｂ：７－８；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ｅｅ，２０１０；刘春荣，２００９）倾向于认为，在市场转型中，国家同资本的联
合关系已经形成。具体来说，国企自主地位的获得，意味着资本的管理
控制潜力被充分释放了出来。一方面是大量下岗、失业工人的出现，他
们或是通过“买断工龄”，或是通过提前“内退”等方式为企业节约成本、
提高效率的改制做出牺牲和让步，同企业脱离或缩减了基本的权利、义
务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管理者能够解雇工人并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
中招募工人，所以没有能力离开而只能留在企业中的工人则不得不忍
受新的管理专制。实际上，国企管理的目标通常是由国家设定的，并同
国家对经济发展和增长要求的强调相一致。赵明华 （Ｚｈａｏ　ａｎｄ
Ｎｉｃｈｏｌｓ，１９９８）和弗罗因德（Ｆｒｅｕｎｄ，１９９８）等人对上海的数家国有纺织
企业和宝山钢铁厂的研究表明，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国家允许管理者以
调整（通常是相对削减）工人数量甚至牺牲工人的工作保障为代价追求
利润和生产率的提高。绩效改革、竞争上岗等诸如此类惩罚落后者的
措施有效地抑制了工人之间的阶级友谊。
随着改制的深入，宝山钢铁厂的工人逐渐被分为技术工人、低技术

工人（ｌｏｗ－ｓｋｉｌｌ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缺乏技术的工人。第三类人员被调离到附
属公司从事服务工作，在那里，他们只能获得比较低的工资和利益。由
于单位阵营中的工人发生了分化，他们的不满转化为有限的工作车间
之间的冲突，并逐渐在此过程中被消解（Ｆｒｅｕｎｄ，１９９８）。而国企工人同
农民工的分裂则更是由来已久且很难弥合，其一方面是因为原来二者
的身份差异巨大，因为国企工人过去曾有过辉煌的地位，另一方面，还
因为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开始形成了激烈竞争。所以，很多学者（吴清
军，２０１０；冯同庆、许晓军，１９９３；Ｅｙａｌ，Ｓｚｅｌéｎｙｉ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ｌｅｙ，２００１）同
塞勒尼（Ｓｚｅｌéｎｙｉ，１９７８）一样，认为在市场转型国家中，工人内部已经四
分五裂了。实际上，伴随这种不以阶级为基础的所谓工人阶级“联盟”
的分化和冲突的趋势，在以前就被一些学者注意到了，继《上海罢工》
（英文版出版于１９９３年）之后，裴宜理（Ｐｅｒｒｙ，１９９７）在１９９７年研究单
位制问题的文章中继续贯穿了分化的工人阶级的研究思路。
在对国家推动资本生成并逐渐与资本形成联盟以及其对国企工人

的影响等作出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再对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结
构中分化的国家要素，即“碎片化的威权主义”国家问题作进一步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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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戴慕珍（Ｏｉ，１９９２）和Ｌｉｎ（１９９５）等人将这一现象的出现归结为中
央权力的分散化，即中央政府放松了对资源的集中控制权，并选择与地
方政府分享这些权力。但是，威权主义与有效治理之间始终存在着紧
张和不兼容的关系（周雪光，２０１１）。一方面，中央需要地方政府体现更
大的治理积极性，能承担起对地方事务的“有效治理”９职能，而这会导
致地方权力做大，对中央核心产生威胁；另一方面，威权主义毕竟又以
中央对疆域内重要事务的统辖权为基础，这实际上又会限制甚至削弱
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其治理效果。后者权力越是加强则越
会接近全能主义。中国采取威权主义与经济增长相结合的增长道路则
必然会选择走“放权让利”的路径，于是，碎片化的结构就不可避免。

９．“有效治理”是指政府在不同领域或属地管理中处理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行性、有效性，尤其
体现为基层政权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完成自上而下的资源动员任务，提供公共
产品，解决地方性冲突等（周雪光，２０１１）。

具体来说，国家权力的分散化过程是通过财政体制改革完成的，后
者清晰地界定了地方政府对增收部分的产权，从而对地方官员推动当
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激励。在发展主义的指导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
府相比实际上已经与资本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联盟，这几乎已经成为不
争的事实。陈致柔（Ｃｈｅｎ，１９９９）和戴慕珍（Ｏｉ，１９９２）等人将这种地方政
府与资本合作为特征的制度称为“地方国家统合主义”（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尽管这是从对县、镇、村的一系列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但它
同样可以概括从省到市级的地方政府。在这一制度结构中，地方政府会
利用其行政资源为区域内企业提供各种支持，包括募集资本、提供优惠
信贷、降低税率、调节物资供应和协助产业升级等。叶健民（Ｙｅｐ，２０００）尽
管并不认同统合主义实际上存在的观点，但他认为管理者之间的异质性
阻碍了他们同国家进行集体交易的可能，其对案例的研究结果实际上恰
恰证明了陈致柔的观点，即地方政权与地方利益集团结合的程度和方式
存在很大的差异，它们会产生不同的地方统合主义模式。
多数学者都认同地方政府同资本结盟的这一判断。蔡欣怡（Ｔｓａｉ，

２００４）、李静君（２００６）以及华尔德（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等都认识到，财政分权
激发了地方政府的开发、掠夺和企业家行为。地方经济绩效与该辖区
的地方政府高度相关，因为市场机制是在地方层面上运行的。在大面
积的国企市场化改革之前，地方政府就获得了大量地方工业的产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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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集中的中央计划事实上已经无法再直接决定企业的决策和资源的
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更加积极地介入到地方经济活动中，从
而不可以避免地导致了财政收入分配的分散（Ｗｏｎｇ，１９９１）。正如杨瑞
龙、周业安（１９９８）和林益民（Ｌｉｎ，１９９２）等人批评的那样，国企的“共谋”

更多地并不是发生在企业同工人之间，而是发生在经营者和代理行使所
有权的政府官员之间。一方面，国企在资源以及合法性来源方面对政府
部门存在依赖关系，它们的投资决定更多地反映了政府主管部门的意愿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Ｌｕ，１９９６）；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因为地方经济、个人利益等因
素也会更偏重于介入到国企的经营之中，而不是更加关注工人的权
益。１０也就是说，“嵌入型自主”（Ｅｖａｎｓ，１９８９，１９９５）的政府虽然促进了地
方经济的发展，却造成了对工人的掠夺，所以，中国的碎片化威权主义的
经济发展在地方上同时体现出掠夺型行为的性质。

１０．例如，陈慧玲（音译）（Ｃｈａｎ，２００６）在对深圳劳工的调查研究中发现，深圳市政府在严格执
行劳动法律方面是不可靠的。为了提高经济发展，吸引外国资本（尤其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中央政府权力去中心化之后），深圳政府有意放松对劳资冲突的监管，作为回报，政府从公司
那里获得丰厚的税收，从成功企业那里获得了丰厚的红利。通常，地方政府也是企业的直接
投资者，有时候还接受贿赂向那些并不符合资质的小公司颁发生产安全许可。

中央政府面对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在制定、执行相关的劳动保护
政策和法律方面比地方政府具有更强的意愿。但是地方政府在这方面
却并非是完全可靠的，有时候为了取悦和吸引资本甚至会不惜牺牲地方
的环境、税收、资源和本地群众的广泛权益。从理论上说，地方政府应该
保持一定的相对自主性，甚至站在人民主权的角度上缓解资本与工人之
间的紧张关系，在保护民众利益、进一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方面，应当同
人们及其组织达成共识。但是，实际上，地方政府往往过深地介入于经
济事务，形成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开发格局，失去了作为“第三方”的超
然立场。陈佩华等人（Ｃｈａｎ，２００１：１５－１６；Ｌｅｅ，１９９３，２００７：１９８；

Ｍｅｔｃａｌｆ　ａｎｄ　Ｌｉ，２００５；Ｐｕｎ，２００５ｂ：４，７－８）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在地方政
府层面，越是行政级别低的政府，同资本之间的联盟就越紧密。尽管中
央政府试图调节资本和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国家行为在地方层面
仍然被资本家和官僚之间的庇护关系所影响（Ｌｅｅ，１９９３，２００２；Ｃｈａｎ，

２００９；Ｃｈａｎ，２００６；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ｅｅ，２０１０）。由于“地方政府即厂商”
（Ｏｉ，１９９２）的结构使得政府自身非但在劳动冲突中难以居间协调、缓和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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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甚至还经常引火烧身，与其利益攸关者一起成为社会冲突的当事方
和工人抗争的对象（熊易寒，２０１２；李静君，２００６；刘春荣，２００９）。

三、国家—法制—工人阶级：一般公民权与劳动关系的法

　 制化倾向

（一）法制辅助结构的缘由：对资本剥夺劳动的制衡
由于地方政府与资本的共谋，法律的实施越是接近基层，其走样的

程度也就越高。张志宏（２００９）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劳动合同法》生效
以后，许多街道办事处在劳资纠纷中人为地降低了法律的执行标准，以
预防可能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虽然中央政府在实行劳动保护政策
和法律方面的意愿远比地方政府高得多，但在实际执行时，迫于地方政
府的压力往往只能对法律受侵蚀的现象表现得无可奈何。也就是说，
国家行为在地方层面仍然受到官僚和厂商之间庇护关系（ｐａｔｒｏｎ－
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ｉｓｔ　ｔｉｅｓ）的强有力的影响（Ｌｅｅ，２００２ａ）。但是，当国企工人面对
“失序专制主义”对其权益进行剥夺的时候，大多数工人首先想到的是
政府（表现在大量的信访、告状等行动中），同时，也会想到国家对国企
改制过程赋予工人基本权利相关承诺（表现在大量的调节、仲裁以及法
院的诉讼案例中）。只有在上述两条途径被基本阻塞的情况下，工人才
会采取集体行动，才会引发暴力行为。所以说，法制是国企工人一般公
民权的保障，是对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结构的补充要素之一，构成了
一种法制辅助结构。虽然它是最基本的保障，但它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保护工人的权利，促进劳动关系的稳定，并避免工人抗争的频繁发生。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与管理者之间不断增多的劳动争议，由于调解

无力甚至普遍失败，使得仲裁和诉讼的形式显得更加重要（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２００６）。为了维持生产秩序，为了使争议的解决制度化，国家在省、市、县
三级建立了约３　０００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还颁布了一些劳动争议仲
裁的法律法规。劳动争议仲裁体系创造了一种“有限争议”的机制，并为
此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国家允许这种申诉手段旨在将工人的不满限
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防止出现工人骚动（Ｃｈｅｎ，２００３）。此外，近几十年来，
国家还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和规章，以规范劳动关系的方方面面，小到工
资标准、工伤赔偿，大到医疗覆盖、薪金规则等。《工会法》还从国家统
合主义的角度对工会作用作了规范，赋予其角色和行为以法律基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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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上限制了其他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出现。
这一系列现象表明，在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的结构逐渐形成之

后，针对资本对工人权利和利益的剥夺，劳动冲突的争议解决过程也发
生了变化，从几乎全部依赖于调解和行政措施来解决劳动冲突发展到更
多地以法制化、规范化的手段来解决的局面（Ｈｏ，２００３）。弗里德曼和李
静君（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ｅｅ，２０１０）认为，国家的基本策略在于，努力将工人的
抗议吸收到这一司法和行政体制中，使法律和司法机构成为唯一合法的
维护工人利益的渠道。也即是说，由于法律强制和国家监管事实上无法
实现对众多缺乏法律证据的争议事件进行实际控制及大量制度外行为

的管理，所以，法制的策略主要是为了规范劳动关系并将其冲突纳入到
官僚体制和司法机构中解决。因为，对于国企工人一方而言，由于他们
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劳资双方的关系没有法律依据（如劳资双方没有签
订劳动合同等情况）的保障，工人们往往很容易遭受被轻易地削减工资、
延长工时、工作环境恶化、解雇等伤害。而对于国家一方而言，社会抗争
一旦通过法律途径得以化解，其促动民主转型的社会效应就自然会逐渐
趋于衰弱（刘建军，２０１０ｂ）；当大多数社会运动被纳入体制化之后，社会运
动的总量虽然可能会有所增加，但运动对社会的破坏力会变得越来越
小，对政体本身的冲击力也会显得越来越弱（赵鼎新，２００５）。

（二）法制辅助结构的实现：在权利的维护与规制之间
国家通过法律的途径，构建法制辅助结构形式以平衡资本对工人

的剥夺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将工人的诉求吸
收进仲裁和诉讼体系；二是在企业中建立起一种基于一般公民权意义
上的劳动契约关系。后者是构建劳动关系法制化的基础，同时它自身
也要通过国家公共权力借助法制进行保护。就第一个方面而言，由于
仲裁缺乏约束力，劳动争议的双方都有权反对民事法庭的仲裁判决。所
以，劳动争议的法庭诉讼是制度内的最后屏障。但是，仍会有很大一部
分工人试图寻求法律之外的解决途径，他们或者在生产场所进行罢工、
怠工、破坏生产工具等活动，或者走出工厂在社会公共场所进行游行和
抗议。在后一种情况下，国家通常会作出两种形式的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完善法律制度，预先对工人的抗议活动作出制度性

的规定。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覆盖一切所有制形式的劳动争议仲
裁体制和劳动合同关系的确定。李静君（Ｌｅｅ，１９９８ｂ，２００２ａ）认为，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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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劳动争议纳入到行政和法律的规范性渠道中来解决，表明中央
政府试图将其权力从生产和分配领域转移到制度规范层面。二是将行
政和法律体系之外的劳动冲突非法化。这表明国家对这一类型的劳动
冲突有了干预的合理依据。一旦劳动冲突越出界限，司法体制就会启
动，而劳动冲突的处理也就自然被纳入到这一框架之中。按照刘爱玉
等人（刘爱玉，２００３；刘爱玉、王培杰，２００４）的分法，前者被称为“预防性
的正式制度”，它对行动者的服从或退出给以正面的激励，包括提供某
种程度的补偿，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等；后者被称为“惩罚性的正式制
度”，它使工人对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集体行动后果及其成本有清醒的
认识，从而促使他们遵循“守法逻辑”。

第二种反应是依靠工会或相关的ＮＧＯ组织的协调作用，将工人抗
议拉回到法律的框架内处理。事实上，工会和ＮＧＯ组织在平息社会矛
盾、实施和修改法律、形成满足工人需求的公共政策，以及实施提高制
度适应、制度效率的管理改革方面承担了主要角色。如弗鲁瓦萨尔
（Ｆｒｏｉｓｓａｒｔ，２０１１）所说，这样一种平衡者的角色，服务于政治系统的弹
性和政体的动态稳定，服务于共产党的持续执政能力。也就是说，工会
和ＮＧＯ组织的活动在国家相应的制度、法律失灵的地方起着弥补的作
用。这不但保护了工人的权益，同时也提高了政府的适应能力，从而提
高了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非政府的劳工ＮＧＯ组织的
活动还是政府支持的工会，都对国家利用劳动法律和仲裁机制个人化和
制度化解决劳动冲突的努力作出了贡献（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ｅｅ，２０１０）。

１１．“糖果效应”原是心理学一项实验得出的结论。其方法是：将糖果给４岁的儿童，告诉他
们如果现在就吃，只能吃到１个，但如果等待大人回来后再吃，就可多吃１个，有些儿童迫不
及待地吃掉了糖果，有的儿童则意志坚定，最终获得应有的奖赏。

郑广怀（２０１０）将国家依照法律处理工人抗争的方式形象地总结为
利用“糖果效应”１１的安抚。他解释道，“糖果效应”是指在劳动争议处理
的法定程序中，对坚持维权的工人逐步给予更多的“糖果”予以安抚。现
有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在实践中实质上发挥了糖果效应的作用，即通过逐
步释放的“善意”告诉工人：第一，你最大可能会得到多少糖果（根据法定
权益计算的款项）；第二，如果你想快点拿到糖果，那数量就会减少（如在
调解过程中出现的法定权益“打折”），如果你想获得更多的糖果，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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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完所有对工人充满阻挠的法定程序，在付出巨大成本后才有可能获
得。如此“利诱”的目的在于将权益保障问题限制在法律框架内解决。
一系列相关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劳工的利益，

也使劳工不至于因过度被压榨而采取普遍的反抗行为，维护了社会的
稳定；同时对工人阶级在以生产为导向的改革中做出的巨大牺牲（于建
嵘，２０１１：３）及面对的“不对等劳动关系”（Ｃｈｅｎ，２００４；Ｃｈａｎ，２００１；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ｅｅ，２０１０），以“修复政策”（李琪，２００３：７４－９６）的形式
做出了一定的补偿。不过，李静君（Ｌｅｅ，１９９９）认为，近年来制定的有
关失业、再就业、下岗救济、最低工资以及最低生活费、劳动争议等的法
规，在对不同工人的就业待遇作出相关界定的同时，也将工人划分成了
不同的利益群体。加拉格尔（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２００５ａ）也指出，法律和制度变
迁的类型，尤其是新的劳动法被如何书写，可以部分地解释不同类型工
厂中的法律动员的差异，它不仅塑造了工人个体和集体行为的模式，同
时调解、仲裁、诉讼三阶段的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也使得劳动冲突碎片化
和个人化了。争议主要发生在与个体雇佣关系相关的事务中（包含于
个体劳动合同）。任何工人的集体组织（尤其是工会）的角色都被最小
化了（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２００６）。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虽然呈蔓延态势的劳工抗
争既发生在国有企业，也发生在私营部门，但是这些抗争是分散的，蜂
窝状的（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ｅｅ，２０１０；Ｃｈｅｎ，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以下，我们再来讨论第二个方面，即一般公民权基础上的劳动契约

关系的构建。国有企业通过改制进入市场，开始按照资本的逻辑进行
组织和活动。这意味着它与工人之间劳动关系的基础需要重新设定，
需要建立在以市场导向的、自愿的、个体化的“劳动契约”（ｌａｂｏｕｒ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观念的基础上。通过改制过程，国企工人不仅丧失了他们以
往得到承诺的被终身雇佣的工作权利，本可享受的相关养老金、住房和
医疗保障的优惠也被大大缩减了。这类福利的具体项目现在大部分被
转换为雇工和雇主的责任，它们被明确规定在双方的劳动契约中。工
人在此后能否获得相应的福利则由契约的内容决定。后者被要求以法
律规定的最低标准为基础制定，在此之上，双方共同协商。除非它低于
法律的最低要求，否则遵循双方自愿的原则，签约的内容受法律的保
护。劳动契约的实质是国家试图进一步将个体工人的痛苦引导向法律
解决的官方体制。虽然，劳动合同法确实存在有关工人集体谈判，在最

·２２２·

社会·２０１３·３



低限度上加强了工会决定工作规范、商谈解雇事宜的条款。但在没有
工会的情况下（工会能够组织其成员形成集体的力量，或至少无论如何
同其成员具有实质性的联系），这些条款不被认为是重要的。它的总体
目标是使工人成为个体化、非组织化的社会力量。
所以说，劳动契约以及整个劳动法制体系建立的核心在于对一般

公民权的保护，但它同时更是一种国家控制和限制工人抗争的手段。
对工人而言，一般公民权是对单位体制下社会权利的取代，它意味着具
有集体主义性质和集体责任意义的雇佣关系及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
福利保障项目在内的劳动医疗保障体制被劳动合同和福利收益的个体

责任所取代（Ｏ’Ｌｅａｒｙ，１９９８）。虽然，现在工人作为个体具有独立选择
工作场所、工作类别的机会，但是他们同样也需要独自承担随之而来的
社会风险。一系列劳动法律的颁布为私营企业中的农民工提供了保
护，他们过去被排斥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工人所享有的劳动保障和高
水准的劳动福利之外。但是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人的角度来看，
相应的劳动法规却意味着使工人下岗、失业有了某种合法性（Ｂａｉ，

２０１１；Ｃｌａｒｋ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ｇｌｅ，２００７）。反之，它也就宣告了国企工人追求
过去曾经拥有的权利，追求改制过程应当体现公正和道义的大部分行
动不再合法化（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２００５）。国企工人在这种逻辑下不得不独立
承担相应的精神苦恼，因为他们曾经有过的权利及公正或道义的观念
不再构成他们同国企之间的契约内容。

１２．这一抗争形式同样也出现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的台湾。何雪影（１９９２：７７）指出，“台湾
自主工会运动的一个明显特性，是强调要在法律容许的范围中进行”，这被称为“顺法抗争”。
其实际是一种工会代表工人的维权抗争形式，工人们以此积极争取由正式法律所承诺的，然
而资方却不信守的劳动保障（例如年终奖金、休假、加班费等）要求。

对国家而言，这显然可以使其从过去沉重的社会责任及义务的负
担中解脱出来，同时又可以将工人的抗争控制在自身能够承受的范围。
李静君（Ｌｅｅ，１９９３，２００２ａ）认为，当前，“公民身份”（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和合法权
利（ｌｅｇ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的观念成为官方宣传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或建设“依法治国”体系的一部分。在此背景下，工人被鼓励通过
“依法抗争”１２（Ｏ’Ｂｒｉｅｎ，１９９６；李连江、欧博文，１９９７）来处理劳动争议，将
劳动冲突司法化，而不是政治化。也就是说，工人的行动是对进步主义
的法律框架的回应，他们的抗争表达了在法律框架内争取权益的权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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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刘春荣，２００９；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２００５ａ；Ｌｅｅ，２００２ｂ；Ｓｏｌ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８）。而这种抗
争形式与国家在劳工领域的法制建设的努力密切联系在一起，劳动问题
成为国家的法律问题，工人阶级成为“体制内”（许叶萍、石秀印，２００６）的
社会成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唯一需要尽快实践的是引导工人适应一
般公民权，同国家和企业结成劳动契约，并逐渐将他们对过去社会权利
的忠诚转换为对新的补偿性法律和制度的依赖。
实际上，这也导致了一种新型的劳工抗争形式的出现，即法律问题

本身成为工人抗争的一种诉求对象。一种是针对不完善的、滞后的法
律的抗争，因为它们造成了工人的被剥夺感———未被保护的感觉；另一
种是针对企业经营过程中违法现象的抗争，工人的行动是为了维护自
身拥有的法律规定的权利（李静君，２００６）。但是，作为国家—资本—工
人阶级结构相平衡的辅助结构之一，与一般公民权相关的法律体系，它
既有其自身的不完备性，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即它终归是一种消极性
的权利），这使得它无法单独起到平衡资本的作用，也就是说，一般公民
权必须同工业公民权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法制建设是否能进一步
得到完善和发展，应当与是否能构建起工人的集体权利，包括集会、结
社、罢工等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联系起来考虑，若将一般公民权和工业
公民权割裂开来，则法律本身对工人个体的保护作用将会受到了极大
的削弱。陈峰（Ｃｈｅｎ，２００７）认为，集体权利的缺失是导致个体权利容
易受到侵害、个体权利空洞化、相关法规不能强制履行甚至经常被忽视
的主要因素。使工人能够进行集体行动的劳动立法对保障工人的个体
权利至关重要，而这些正是组织辅助结构的主要内容。

四、国家—组织—工人阶级：工业公民权与国家的统合机制

（一）组织辅助结构的缘由：资本剥夺劳动的反向运动
正如前文所述，构建一般公民权的法制辅助结构的特征之一就是

将工人分化为原子化的个人。因为法律首先指认个人权利，集体权利
则处于第二位或从属地位（帕特森，２００７：１５２）。马歇尔（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２００９）的公民理论也认为，除了政治权利的罢工、结社、游行集会等是集
体性的公民权（通过集体来行使）之外，公民权是极端个人化的。吉登
斯（Ｇｉｄｄｅｎｓ，２００８）则指出，这种个人化的公民权的本质，即工人自由流
动、自由出卖劳动力、自由选择企业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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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工人自己努力争取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为了要求废除封建义务
和贸易限制而同封建主义斗争取得的胜利。这种自由的获得满足的是
资产阶级生产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强化了雇主对于工人的权力。而工
人组建工会、参与工业谈判和罢工的权利显然同资产阶级的意愿是不
相符合的，资本家绝不会乐意赋予工人这些权利。郑广怀（２０１０）和陈
峰（２０１１）等将上述提到的工人的两种不同的权益称之为法定权益和合
理诉求，实际也就是一般公民权和工业公民权（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马歇尔也称之为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即经济公民权利）。通常，法定
权益是国家确定的最低的劳工标准，必须通过政府执行并由司法手段
得到强制性保护；合法诉求则通过工人（通常是工会）与企业的集体谈
判等方式来实现，它属于工业关系的研究范围。
工人的工业公民权是工业关系的规定性，它注重的是工人集体劳

动关系的过程与结果。工业公民权的实现需要工人能够形成集体的组
织形态，通过组织的方式建立与雇主和企业间的劳动关系。在规模化
的生产模式下，工人的意志通过集体组织得以集聚并表达出来，使得处
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得以通过集体协商等方式来取得与雇主的平衡关

系。不过，这些组织化的工业公民权的获得和维持通常都要经过艰苦
的斗争。当工会扩展其活动以规范谈判的程序或通过罢工来保卫其权
利的时候，情况也是一样。组织辅助结构的建立也同样任重而道远，这
里不但有上文提到的单位、资本、法制对工人形成的分裂和分化，以及对
一般公民权（以及相关的劳动契约）的强调所形成的劳动关系的个体化，
同时还有劳动关系处理过程中的国家化倾向。例如，国家在处理劳动冲
突的过程中有意回避“集体谈判”的问题，并试图以国家的代表或相关机
构的协调来替代社会群体间的博弈（郑广怀，２０１１）；在实际的问题处理中
通常也只是采取“就事论事”的方法，降低处理的成本、防止事态的扩散。
对国企的工人来说，工业公民权的问题实际上是在企业改制之后

才凸显出来的。一方面，因为在“庇护”、“依附”关系的国家—单位—工
人阶级结构中，只要身在单位之中，工人就拥有了全部，而离开单位则意
味着其将失去一切。国家、国企管理者和工人被统一整合到了公有制计
划体制中，相互之间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对立和根本性的冲突，所以，在这
种背景下，工业公民权的争取既没有必要，也几乎不可行。另一方面，职
代会和工会被赋予的促进企业生产、协助企业管理的功能本身注定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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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单位体制的附庸角色，其应有的代表功能则基本上为“家长主义”的
国家所吸纳（冯钢，２００６）。也就是说，职代会和工会在“维权”功能实际并
不存在的情况下，事实上只是企业中一个没有实质性功能的管理部门，
是企业组织生产和所谓“民主管理”过程中的摆设性的角色。
国企改制以来，国家开始全面从社会中退出，而企业则转化为纯粹

的经济性组织。国家变得更加专业化了，它进一步放开对经济活动的
管控并放松了对社会的直接控制，从而国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开始出现
权力的空地，由此凸显了工人阶级组织化的重要性。这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首先，国家—单位—工人结构这种“完全性组织制度”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ｈｅｎｋａｒ，１９９６）转变为单一经济性的结构形式，意
味着被剥离的企业社会功能需要新的组织来承担；其次，经济性的结构
形式是以资本为轴心的，而资本又形成了同国家的联合，处于弱势地位
的工人一方面失去了他们过去拥有的权益，另一方面又并未形成旨在
讨回部分合理权益的集体力量；第三，作为形式上、法律规定的集体组
织，职代会和工会在过去并没有完全负担起保护工人权益的责任，甚至
它们的工作重心完全无关乎工人的权益；甚至，在国有企业改制后其本
身还面临着寻求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难题。

（二）组织辅助结构的实现：在统合与自治之间
职代会在建立之初就不是为了处理利益冲突，也不是为了协调群

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它的基本作用是动员和组织工人群体进行稳定的
企业权力交接。１９４９年以后，职代会在国有企业中被广泛推行，政府
希望以职代会作为联系国家与基层群众的桥梁，在行政主线之外建立
上传（意见）下达（指示）的渠道，将工人群体整合在体制周围，起到辅助
行政、监督企业发展的作用；同时，国家对于职代会还有希望凭借工人
阶级的力量管理企业的意图（张静，１９９８），这一点在公私合营时期体现
得尤为明显。国企改制完全打破了过去的格局，陈峰在研究国企改制
过程中工人的抗争时发现，当专断的改制造成工人权益的制度性侵蚀
时，工人们便开始主张他们在工厂所有制转换中的民主权利。一些事
例表明，工人反对改制的抗议最终会通过职代会进行讨论，并寻求解决
的办法。职代会成了工人抗争的权力资源之一，也成了对改制方案进
行辩论的地方（Ｃｈｅｎ，２００３ｂ）。换言之，正是在国家放开对企业的全面
管理，允许并推进国企进行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权益受到损害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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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现象凸显了所有制变迁中工人的民主权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原
来被“完全性组织制度”边缘化的、主要处于管理辅助地位的职代会随
即变得重要起来。它一方面是工人维护集体权益的要求使然，另一方
面也是组织隐性缺位的必然结果。

１３．从规范的角度说，职代会体现的是企业内部工人的自主权利，是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力机
构；工会则是工人利益的代表组织，是联合工人平衡企业管理者权力的组织。

总体来说，国企改制以来的职代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已经从基本
上属于在企业内就职工经济、福利或保障问题的解决提供有限参与的制
度化渠道（张静，２００１：５－６，６４），开始逐渐转向讨论企业与工人之间利益
问题、协调内部纠纷的机制（冯同庆，２００５）。正如朱晓阳（２００５）总结的那
样，国有企业职代会的实际权力地位并不是“给定”的，它是在反兼并行
动过程中，不断处理政府、企业、工人三方纠纷、冲突和谈判的过程中得
到确认的结果。不过，尽管职代会是一种官方认可的、合法的工人阶级
监督企业管理者的制度化途径，但要使职代会真正发挥其作用，从隐性
的组织转变为显性的组织，还常常离不开政府部门的介入和干预。大量
的实际案例表明，往往只有在政府部门的干预下，国企工人针对企业改
制措施进行的抗议活动才可能有妥善的结果（Ｃｈｅｎ，２００３ｂ）。但是以资
本为轴心的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显然弱化了这一政府功效，在实际的操
作中，有些地方的政府对改制过程中侵犯工人权益的现象或者视而不
见、表示默认，或者以所谓协助参与的方式介入，同企业的管理者站在一
起，而不是保持相对独立和中立的立场。对国企具体的日常运行过程而
言，工会委员会明显比职代会更为关键。虽然从理论上说，一个企业工
会应该对其职代会负责，两个组织具有不同的工作侧重点。１３但是，在现
实中，工会却是负责组织职代会、处理职代会日常事务的机关（朱晓阳、

陈佩华，２００３；张静，１９９８）。因此，职代会是否能够发挥其功能，完成诸如
讨论、反馈对企业重大决策的意见，选举职工代表，收集合理化建议和准
备会议期间的提案等职能，其决定性的因素是工会的积极性和能力。

工会最初的定位即是作为政党联系群众的“传动装置”或者说“传送
带”（Ｌｅｅ，１９８６；Ｕ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ｎ，１９９５；Ｃｈａｎ，１９９３；Ｈａｒｐｅｒ，１９６９）而存
在的。它不是小型的民主体，而是服务性机构，服务于政党在工人群众
中间开展活动，服务于社会控制和动员的国家目标（Ｈｅａｒｎ，１９７７；Ｚｈ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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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ａ）。具体来说，在国家层面，工会作为贯彻政党工人阶级政策的一个
重要部门而存在，它被要求配合政党的组织目标，从总体上促进管理层
和工人之间的利益和谐；在企业层面，工会被整合到管理体系之中，作为
企业管理的辅助性组织而存在，它不但要负责促进生产、参与管理（包括
成员雇佣，养老基金管理和福利工作等）等事务，还需要负责企业工人的
政治教育。１４实际上，由于工会是一个全国性、层级化的组织体系，而不
仅仅是工厂内部的组织，它的情况远比职代会要复杂的多。工会从更深
入的层次上被整合到国家结构之中，从而面临着扩大化的身份冲突。陈
峰（Ｃｈｅｎ，２００３ａ）将工会的双重身份总结为工会的国家属性和社团属性，
前者是工会服从国家的目标，促进生产、稳定生产秩序；后者则要求它对
国家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努力代表工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工会既是
国家的一部分，同时它又具有一个真正社会组织的性质。由于双重角色
之间界限的模糊性，难以弄清楚在既定情形下可被允许的活动标准是什
么，因而往往使工会在行动时无所适从，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不断在“双重
身份”之间徘徊和摇摆（张允美，２００３ｂ；Ｌｅｅ，１９８６），这也恰恰是工会一直
广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当工会试图代表国家的利益，站在国家的立场
上，发挥自上而下的传达作用时，它就会面临被指责为脱离工人群众、同
其自身作为群众组织的根本特性相背离的困境；而当它们强调代表和维
护职工群众的利益、想要发挥自下往上的传送功能时，又往往会面临被
指责为试图脱离党的领导，甚至被认为是对共产党执政的一种威胁，工
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也会因此而出现危机。

１４．弗莱彻（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１９７４）认为，各个历史时期工会具有不同的运作模式。他将１９６３年之
前的历史状况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１９４９－１９５２、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和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第一个时
期以工会的多重角色为特点，这些角色包括承担政治教育、管理工作（成员雇佣，养老基金管
理和福利工作）以及党与工人之间的沟通等功能，这些工作实际上都是围绕生产展开的。第
二个时期集中于生产功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早期，那时候工厂的领导在工业生产中主导
管理。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一样，工厂的管理交给厂长负责。第三个时期也适用于大跃进时
期和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它完全依赖于政治教育来提供生产激励，以实现经济目标，从而导
致工会部分地或完全地服从于党的控制，同时，党也将大多数管理工作安排给工会来承担。

但是，正如包瑞佳等人（Ｂａｕｍ　ａｎｄ　Ｓｈｅｖｃｈｅｎｋｏ，１９９９；Ｗｈｉｔｅ，１９９６）
所指出的，由于国家保留了理清任何模糊的自由决定权力，能够单方面
确定它与其他社会团体交往的内容和条件，所以工会总体上偏重于国家
属性，甚至有些学者直接否定了工会的社会属性（Ｂｉｌｌ　ａｎｄ　Ｑｉ，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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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ｉｓｓａｒｔ，２０１１）。郝秋笛等人（Ｈｏｗｅｌｌ，１９９８；游 正 林，２０１０；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ｒｎｅｒ，１９９８）指出，即使工会一直以来主要服务于保护工人的利益，并多
次试图成为工人的代表性组织，它也从未被允许脱离与国家的联系。而
在经济改革将国有企业和工人推向市场，改变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的大
背景下，工会双重身份的角色冲突便显得更加严重，并被不断公开化和
扩大化。一方面，面对企业改制后猛增的劳动冲突，国家需要工会更多
地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应对这些冲突；另一方面，工会出于自身生存的
考虑，也必须更现实地重新考虑如何更好地代表工人利益的问题。问题
在于，工会将其角色行为的重心置于配合国家发展经济的政策，支持国
有企业的改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方面，就意味着要在提高企业效
率、加强劳动控制、降低生产成本和工人福利、让很多工人下岗方面有所
作为，而这是同保护工人的利益相冲突的（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ｒｎｅｒ，１９９８）。

１５．一般认为，统合主义分为两种，即“国家统合主义”和“社会统合主义”。在国家统合主义
架构下，国家控制利益团体，两者之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在社会统合主义架构下，社会
团体具有更多的自主权，呈现为一种代表基层利益的姿态。简言之，社会统合主义包含一种
利益集团政治，国家和统合组织之间的关系更加平衡，是“给予与索取”的关系。在中国的国
家—工会—工人阶级分析中，学者们提到的统合主义通常是指国家统合主义。

对这种工会型结构，安戈和陈佩华（Ｃｈａｎ，１９９３；Ｕ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ｎ，

１９９５；Ｃｈａｎ，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倾向于用国家统合主义１５来分析。他们认为，

与其他东亚国家不同，中国不是通过统合主义进一步加强国家对经济
和社会的控制，相反，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有上传下达的中介组织而
使其能够放松对经济和社会的直接控制。正是工会的这种性质决定了
它在劳动冲突中的立场和可能的行动。梅特卡夫等人（Ｍｅｔｃａｌｆ　ａｎｄ
Ｌｉ，２００５；Ｃｈａｎ，２０００）认为，对工会而言，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冲
突的时候，它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优先，而不是相反；工人几乎没有
通过工会向上表达自己诉求的机会，这也构成了工人潜在的抗争因素。

卡拉克（Ｃｌａｒｋｅ，２００５）则揭示了工会在承担社团行动时的行为属性：即
当工人个人或群体同管理者发生争议的时候，工会代表工人，但它们在
这些争议中的角色是协调而不是代表工人谈判。陈峰（Ｃｈｅｎ，２００３ａ，

２０１０）也认为，工会的任务是平息劳动冲突，发挥调解角色的作用。也
就是说，即便是在类似代表工人履行工人团体职责的时候，工会也更像
一个第三方的角色，而不是工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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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应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会在调解劳动冲突中发挥着
比以往大得多的作用，这倒不是因为它的社团属性，而是因为它的官方
背景（Ｃｈｅｎ，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９）。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

法律赋予的权力，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一系列劳动法规的颁
布实施，国家在制度和法律上为工会发挥其统合功能提供了相应的或
更大的空间，工会获得了协调劳动关系的合法性，提高了处理劳动冲突
的制度性权力（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ｅｅ，２０１０；Ｍｅｔｃａｌｆ　ａｎｄ　Ｌｉ，２００５；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ｒｎｅｒ，１９９８）。其二，作为官方组织的公共权威的体现，工会的官方
背景为其提供了在体制内活动的空间，获得国家和企业双方的支持。

凭借合法的地位，工会能够在劳动法规的制定、劳动争议的解决中担当
积极而重要的角色（佟新，２００５）。其三，作为体制内结构的决策参考角
色的体现。工会能够通过传统渠道，运用传统方法履行其代表工人法
定权利和利益的新角色，如通过游说国家的方法和渠道不但使自身的
行动获得合法性的依据，还推动了相关的劳动保护法律法规的产生，并
监督法律的实施过程。实际上，政府也乐见工会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过程。

１６．一般劳动关系研究中所称的“老三会”指的是党委会、工会和职代会，“新三会”指的是股
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另一方面，组织化工人力量的形成还受到比较严格的控制，国有企
业工人的工业公民权的实现还任重道远。职代会的作用仅限于改制的
过程，而在改制后的大部分国有企业中，职代会已经被“新三会”１６的组
织所取代。工会的前景同样也不容乐观。首先，由于独立的工会主义
一直被认为是对国家稳定的威胁，所以国家从法律法规上限制了其他
独立工人阶级组织出现的可能。并赋予工会作为唯一的工人权益代表
组织的特权地位。同时，工会自身也会运用自己的权力来维护自身的
特权地位。郝秋迪等人（Ｈｏｗｅｌｌ，１９９８，２００８，２００３；Ｃｈａｎ，１９９３；Ｃｈｅｎ，

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指出，全总仍然坚决反对工人动员或为工人阶级提供组
织化集体权力的自治基础，工会在中国仍然排他性地对工人的集体行
动做出反应。由于现行的法律没有规定工人具有罢工的权利，这使得
工会本来也没有对工人自发性集体行动支持的法律基础。

其次，由于碎片化威权主义的资本型阶级结构的影响，上层工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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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工会在面对劳动冲突时采取的行动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陈峰
（Ｃｈｅｎ，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白瑞雪（音译）（Ｂａｉ，２０１１）等人的研究表明，工
会代表工人的属性越往下层越被削弱：全国总工会及其所属的省、市、
区工会实际上是政府架构的一部分，对于其管辖范围内的企业中出现
的侵犯工人权益事件，它们有能力干预，并为之寻求一个有利于工人的
解决办法；不过，企业工会则不然，它们虽然从属官方工会，但不属于政
府机关，且在组织上直接受制于企业管理层，具体行动常常要屈从于企
业管理者。这是企业工会难以发挥工人代表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然
而，上层工会那种官僚体制的政府地位也会限制其行为，他们不会赋予
基层组织发动底层工人支持和发挥其影响的权力（Ｃｌａｒｋ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ｇｌｅ，

２００９；Ｃｈｅｎ，２００９）。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只能起到权利保障和维护的
作用，而不可能促进工人利益的实现（Ｙａｎｇ，２００３）。
最后，由于工会和工人阶级自身意识形态合法化能力的有限性，其

选择了现实主义的行动策略：主要由对国家权力的诉求转向了对工人
经济权利和生活福利的追求。彭恒军（２００７）认为，这是工会行动从工
人阶级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领域向生产过程
中的“劳动关系”领域的退缩，从谋求国家权力以保障阶级利益的合理
性演变为仅仅关注在劳资双方单纯博弈过程中对“劳权”追求的合理
性。这显然是对工业公民权合法化诉求的放弃，从总体上说，是工业关
系向雇佣关系的转变、集体关系向个体关系的转变。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企改制以来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的转变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首先，国家通过统合主义的方式逐渐退出了对社会的直接控
制，从准全能主义过渡到了碎片化的威权主义；其次，工人阶级脱离了
“完全性组织制度”，从受国家和单位庇护的领导阶级转变为市场化的
劳动者阶层；第三，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运转的轴心发生了变革，从单
位组织的主导转变为资本的逻辑。上述三个方面的转变从国企自身的
角度来看，则体现为以下两个相对的过程：一是国企全面推进市场化，
通过资产重组，积极建立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现代企业制度；二是国企的
角色职能在社会层面的全面收缩，放弃了其以往对工人阶级的各种社
会责任，使自身转变为纯粹经济性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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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经济发展相结合，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威权主义国家的显著特色，
同时，经济发展本身也成为威权体制进一步延续的合法性基础（Ｇａｏ，

２００９）。但“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Ｚｈｅｎｇ，２００４：６１）在现行体制
内构建的统合主义机制（Ｐｅａｒｓｏｎ，１９９７；Ｄ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０３；Ｔｓａｉ，２００７）也
导致了在地方政府层面掠夺型行为的泛滥，造成了威权主义的碎片化。
由此形成的资本轴心结构最大的问题是资本对劳动的严重剥夺，当维
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并且在这一目标的达成与否
被视为政府合法性基础能否得以维持的背景下，民众权益愈益受到侵
害的情况却被严重忽视了，国企工人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群体。在国
企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面临着不断加深的雇佣关系对劳动的剥夺；同时
也面临着不断从工业关系中的脱出，并损失相应的工业公民权利。
正是由于这种资本轴心的阶级结构自身的不完备以及其自足性的

缺失，构建法制辅助结构和组织辅助结构的必要性才得以如此凸显。
前者在于保障工人的一般公民权，后者在于争取工人工业公民权的实
现。不过，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当前国家与资本形成联盟的关系
下，法制建设对工人权利的保护和组织建设对工人利益的争取都受到
了诸多的限制。一方面，改制后的国企进入资本市场，生产方式运作全
面资本化，使得国企工人不得不面对工厂中“失序专制主义”强制、严格
的管理方式，其权利不断被侵蚀，生产条件逐渐严化。同时，相关的防
止工人被过度剥夺的法律法规，受制于“地方国家统合主义”的影响并
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另一方面，虽然国企全面从社会责任中退出，波及
工人既有的各种权益，但是目前体制内的组织还很难组织工人形成集体
的力量，同企业专制的管理者抗衡。作为体现企业内部工业民主的职代
会，虽然曾经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有过令人期待的表现，但也只是昙花一
现；而工会同样也受制于体制化的因素，缺乏组织、领导工人的意愿和合
法依据，由此导致工人在遇到追求工业公民权的问题时往往采取替代性
的方式（包括游行示威、堵塞交通等方式），而不是通过工会来实现。
从总体上看，如果经济发展的目标持续地优先于工人群体生活状

况的提高和工作条件改善的要求的话，那么，法律必然常常会成为被规
避的对象；而职代会、工会权力也会继续成为企业管理者的附庸，即便
是法律制度继续得以完善，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受此优先性影响，使工人
对权利的诉求止于法院大门之外（Ｃｈａｎ，２００９），并把他们推上劳工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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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轨道（潘毅、卢晖临、张慧鹏，２０１０）；即便是职代会或工会不再是仅
有的制度化组织，其他形成的组织本身也只能说是重复建设，摆脱不了
被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结构统合的命运。正如弗洛里克（Ｆｒｏｌｉｃ，

１９９７）所说的，在威权体制下，国家创造的众多社会组织和准行政组织
是以达到管理日益复杂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为目的的，这实际上是一种
“国家引导的公民社会”。因此，只有在国家同资本保持必要的疏离，能
够发挥其自主性，站在中间、中立的立场上时，工人的一般公民权才能
够得到有效保障，正当的劳动关系才能在斗争中逐渐形成，工人的工业
公民权才能够得以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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